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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修訂自作者應泰國教育部邀請在第四屆教育改革國際論壇所作的主題演講。這論壇於

2004年 9月 6－10日在曼谷召開，大會主題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對教育持續發展的作用”。作

者感謝香港政府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對本研究（研究編號是HKIEd8003/03H）的

支持，提供了競爭性研究撥款。也多謝姚霞小姐將本文翻譯為中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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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燕祥教授簡介 

 

 

 鄭燕祥教授現任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總監、教授。兼任亞太教育領導

及學校質素中心主任。他是亞太教育研究學會創會副會長，目前此學會有14個亞太地

區國家之22個國際或國家組織為創會成員。鄭教授亦曾獲任大學資助委員會委員、研

究資助局專責委員、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等多項公職。 

  

鄭教授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銜，曾任學校教師、副校長、顧問、研究員、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教育管理與政策系教授。在教學和研究方面均有廣泛而豐

富的經驗。他曾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的競爭性研究撥款支持下，對教育效

能、教育質素和學校管理變革等課題作過多項專題研究。 

  

鄭教授著作甚豐，先後在英國、美國、荷蘭、澳大利亞、印度、泰國、香港地區、

臺灣地區以及中國內地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80餘篇。出版如《學校效能與校本管理：

發展的機制》(有四種語文版: 英、韓、繁簡中文, 1996, 2001, 2002) 等學術專著 14

本。部份著作除中、英文外，曾被翻譯為希伯來文， 韓文，西班牙文、捷克文和泰文。 

 

 由於研究成就卓越，鄭教授得到國際教育界的稱譽，並屢獲獎項。1994年，他在

【教育管理國際學報】上發表的論文【校本管理的理論和特色】更羸得英國 Literati 

Club 主辦的卓越獎。1996、98年及2001年，鄭教授自著與合寫的另外 4篇論文也獲得 

Literati Club 的祟高讚譽。1999年獲香港教育研究會研究會士獎。近三年，先後30

多次應邀為國際會議作主題演講，例如邀請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亞太經

合組織（APEC）、學校效能與改進國際會議(ICSEI澳洲、香港、加拿大)、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 美國福特基金會、澳大利亞教育行政議會、星加

坡教育研究學會、國際教育研究論壇、日本教師教育研究學會、國際教師教育研究學會

等重要國際組織及中國國家教委（現更名為教育部）、以色列教育部、印度NIEPA及

NCERT、泰國教育委員會(ONEC) 、韓國iAPED、馬來西亞教育部及馬來西亞大學及菲律

賓大學等政府或學術機構主辦的大型國際研討會。 

 

 鄭教授曾是《亞太教師教育與發展學報》主編，又是8份國際學術刊物的顧問編委。

除了教學和研究外，鄭教授有非常豐富的領導培訓經驗，過去十多年曾為海內外校長、

教育領袖、及資深工作者主持過不少領導發展課程、管理培訓班、研討會和工作坊，並

擔任教育專業團體的顧問。自六十年代末，已開始對藝術繪畫產生濃厚興趣，並作深入

觀察和分析。過去三十年來，他在水彩畫上發展了獨特的個人風格，對中國精神及藝術

意念作重新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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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思維和多元創造力 

的行動學習  
 

（摘要） 

 
在新世紀快速全球化、社會劇變的複雜情境下，學生、教師和學校整體都必須具備持續的行動學習的
能力。本文闡述為何要用情境多元思維(CMT)理論對行動學習進行重新界定，使之作為一種主要的方法，以
提高學習者的多元思維和創造能力。 
CMT理論包括了科技思維、經濟思維、社會思維、政治思維、文化思維和學習思維，為人們提供了一
個全新的架構，有系統地理解情境多元思維和行動學習的關係，並掌握學習與思維過程中有關創造力發展
的特性。這也為我們推進學習者中心的教育、提高學習者的CMT和創造力，提供了嶄新的啟示。 

 
 
引言 

為了應對新世紀的各種挑戰，如迅速的全球化、資訊科技的強力衝擊、知識經濟的

轉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強烈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世界各地都掀起了無數

的教育改革和革新。大多數國家的決策者和教育工作者都不得不考慮如何改革教育幫助

下一代迎接未來的挑戰（Cheng, 2003a, b; Hirsch & Weber, 1999; Kogan & Hanney, 

2000; Mingle, 2000)。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教育改革通常大力強調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持續的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創造力和多元智能，並相信這是學習者、教師甚

至每一個市民在全球化、資訊科技和知識經濟大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 Istance, 2003; Jorgensen, 2004)。日常實踐行動中

的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和機構智

能（institutional intelligence）也被看成是所有組織持續發展和提高的必要條件，

對於教育機構來講，這尤為重要（ Boonstra, 2004; Goldsmith, Morgan, Ogg, 2004; 

Boshyk, 2002; Davenport & Prusak, 2000; Sydanmaanlakka, 2002; Garavan, Johnston 

& Caldwell, 2001; Leithwood, Leonard & Sharratt, 1998; Leonard, 1998; Poppper 

& Lipshitz, 1998; Senge, 1990)。人們相信，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行動學習都是持

續積累知識、發展創造力和智能，以應對當地和全球挑戰的重要途徑(Wald & 

Castleberry, 2000; West-Burnham & O’Sullivan, 1998; Argyris, 1982; Argyris & 

Schon, 1978, 1996; Senge, 1990)。教育改革也強調行動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育的一種重要途徑，它可以促進和提高學習者的思維、創造能力，幫助他們在快速變化

的環境中持續發展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 

儘管在教育改革中，人們努力推動行動學習的教育，但仍對思維、創造力和智能如

何與行動學習聯繫起來感到困惑和迷茫；也對如何通過行動及與情境(包含了科技、經

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互動，以提高思維、創造力和智能，感到困惑和迷茫(Mc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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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ckbank, 2004; Dilworth & Willis, 2003; Boshyk, 2002)。人們感到缺少一個

理論架構，來幫助全面理解思維和行動學習的關係，來掌握如何在思維和行動過程中發

展創造力的理念，來指導行動學習的實踐(Sternberg, 1999, 2000)。 

本文旨在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一個理論架構，分析行動學習、尤其是複雜情境下的

行動學習中的思維和創造力之間的多元特性。根據這個架構，提出提高學習者多元思維

和創造力的啟示。筆者希望本框架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拓寬提升行動學習中

的多元思維和多創造力的可能途徑。 

 

行動學習循環 
 
行動學習通常指個人、團體或組織通過行動獲得知識的過程。對個人而言，行動學

習是指學習者通過行動獲取知識或通過專業實踐不斷獲取專業知識（Stevenson, 2002; 

Argyris, 1982; Argyris, Putman, & Smith, 1985）。對組織或團體來講，行動學習可

能是組織或團體通過日常運作不斷學習，也可能是通過短期或長期的計劃項目，有系統

地收集實踐的知識和資訊，不斷提高自己的效能（Argyris & Schon, 1974; Senge, 

1990)。本文現只集中討論個人層面的行動學習。 

基於Yuen & Cheng (1997, 2000), Argyris & Schon (1974),  Argyris, Putnam, 

& Smith (1985), 和 Mok & Cheng (2001)的研究，我們把在一定情境下的行動學習概

括為一個循環過程，如圖1所示。該圖把行動學習依次細分成三個狀態：心智狀況（mental 

condition, 或心智系統mind-set）、行動(action)和成果(outcome)；與此相連的是四

個過程：計畫（planning）、監察(monitoring)、對心智狀況的反饋(feedback to mental 

condition)和對行動的反饋(feedback to action)。 

廣義上來講，行動者（或稱之為行動學習者）是指開展行動的一個學習者。行動者

的心智條件，是指他/她在行動和學習之前的動機(motivation)、認知(cognition)和意

志（volition）。這些因素決定了行動者如何設計其行動和學習，包括行動有何目標、

內容和特徵。行動，是指在行動的過程中行動者表現出來的行為、舉止和方案。監察，

是指觀察行動過程和結果、找出預期目標與行動結果之間的錯配（mismatching）。成果，

是指行動的結果，包括正面和負面的、明顯和隱蔽的結果，以及行動產生的各種經驗。 

 

兩種學習類型 

通過監察過程和結果，行動者將得到兩種類型的反饋（feedback）：一種是針對行

為的，還有一種是針對心智條件的。針對行為的反饋，將幫助行動者不斷調整行動過程

中的行為表現。引起行為舉止變化的學習，通常被認為是第一級學習（the first order 

of learning）或低層次學習（the low order of learning）。因為這種學習通常沒有

改變學習者的心智系統或有關的條件，因此它也不能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上長久地影響學

習者。人們通常認為這是一種膚淺的學習（superficial learning），它只帶來一些操

作行為的變化，不能保證行動者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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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set

行動學習循環

?果 行動

反饋

監察

反饋 計劃

心智條件

本地情境

全球情境

 

圖1 .  本地和全球情境下的行動學習循環 

 

對心智系統的反饋，有助於行動學習者反思並改變自己現有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改變下一循環中的計畫方式、行動目標和內容，心智模式包括既有的高階認

知（meta-cognition）、思維方式(thinking methods)、高階意志(meta-volition)和知

識(knowledge)。能引起心智系統或心智模式變化的學習，通常被稱為是第二級學習(the 

second order learning)或高層次學習(high order learning)。尤為引人矚目的是，

行動學習者心智狀態中的認知變化，通常可改變其思維程式(Schemes，Piaget, 1962)、

思維綱要(Schemata ，Schmidt, 1975)、想像(Images，Denis, 1991）、技能系列

(Repertoires ，Schon, 1987)或應用的理論(Theories-in-use ，Argyris & Schon, 

1974）。 

 

行動學習中的問題 

行動學習的循環特性，說明學習者可能需要通過多次類似的行動循環，才能達到一

個較高的思維層次或掌握一種新的操作技能。我們可以假定，經過多次行動學習循環，

學習者的知識水平或智能水平，將提到一個較高的層次，同時對任務、策略和情境的認

識也將相應有所提高。 

如何促進學習者提高思維和創造的能力，以在快速變化的複雜情境下持續發展呢?

雖然有了行動學習循環的這種概念，還應致力於解決以下問題： 

1、 行為學習和複雜情境（包括科技、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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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何？是什麼導致行動學習與持續發展密切相關？ 

2、 在複雜多元的情境下，如何促進學習者將行動學習與思維及創造的能力發展

聯繫起來？ 

3、 為在新世紀持續發展，學習者應通過行動學習，以提高何種類的思維和創造

能力呢？ 

 
行動學習及多元情境 

 
所有的行為和學習都是在一定情境下發生的。在行動學習循環中，學習者的行為和
思維，需要與所處情境進行互動。我們可以根據社會系統理論（the social systems 
theory）和情境多元性(the multiplicity of contexts)，來討論行動學習和情境之間
的關係。 
 

在情境中四種重要功能 

根據 Parsons的社會系統理論（1960），為了生存，個體或組織的行動及行為都必

須符合四項重要功能（functions）：目標成就性（goal achievement）、整合性

（integration）、維模性（latency）和適應性（adaptation）。目標成就性是指確立行

動目標，調配內外部資源以達成目標及取得結果。整合性是指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建立

和組織一套穩定支援行動的人際關係或社會網路。維模性是指行動者的動機、價值和信

仰能維持一段時間。適應性是指行動者應對來自外界的要求和挑戰，而進行的改變，包

括行為表現和心智系統的改變。 

既然學習者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本地和世界環境，其行為必須符合適應性、維模

性、整合性和目標成就性等功能，那麼，其思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處理因表現這些功能

所引起的問題。換而言之，行動學習的思維（thinking in action learning）應該與

具體情境緊密相關，解決其中的問題，例如在某一定情境下，如何界定行動目標；如何

調整與其他相關人員、支援人員的關係，並建立人際網路來支援整個行動過程；如何穩

定學習者的價值和信仰系統，使之面對來自環境的挑戰；如何調整學習者的心智和行為

以適應變化。所有這些都是關係到學習者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 

 

情境和觀點的多樣性 

 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學習者的行動和學習都是在複雜而多樣的情境下進行的。傳

統上，情境一般被劃分成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幾個方面，相應的個體、組織或社會

的發展也通常主要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討論和分析（Bolman & Deal, 1997; Kazamias & 

Schwartz, 1977)。 

由於科技對社會和世界各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Ohmae, 2000; Gates, 1999;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1998; Holmes, 1999)，持續學習、調整以適應快速

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已成為一種必要（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a, b; Burnes, Cooper, 

& West, 2003; Jorgensen, 2004）。因此，在考慮行動及其情境時，我們必須增加與科

技和學習這兩方面有關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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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對情境的分析和傳統對人性的假設（Bolman & Deal, 1997; Schein, 

1980），我們可以假定新世紀複雜情境下，人性可以這樣分類：科技人（technological 

person）、經濟人（economic person）、社會人（social person）、政治人（political 

person）、文化人（cultural person）和學習人（learning person）(Cheng, 2000)。

不同類型的人在行動學習的過程中，會採取不同方式與情境互動，也會採用不同的思維

方式。因此，應該從多角度來分析行動學習、思維和情境的多樣性。 

 

行動學習中的多元思維 
行動者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行動學習的目標、特性、過程和結果。根據上文的討

論，我們可以發現學習者在行動學習中的思維是與情境密切相關的、是多樣的。行動學

習過程中存在著六種情境多元思維（contextualized multiple thinking，簡稱CMT）：

科技思維（technological thinking）、經濟思維（economic thinking）、社會思維（social 

thinking）、政治思維（political thinkin）、文化思維（cultural thinking）和學習

思維(learning thinking)。 

 

CMT和四項重要功能 

對照行動的四項重要功能，科技思維、經濟思維與目標成就性功能密切相關，關注

如何界定行為目標，如何通過高效的方式取得成功。社會思維、政治思維與整合性功能

相關，關注如何整合成員和其他社區支持人員的力量為行動提供有利條件。 

文化思維與維模性功能相關，主要關注如何維持價值和信仰系統來應對挑戰。最

後，學習思維為適應性功能作出貢獻，關注如何調整行動者的心智和工作方式來應對變

化的要求和挑戰。總之，這個情境多元思維架構，幫助學習者實現行動的四項重要功能，

在複雜情境下持續發展。 

 

行動學習中的CMT類型 

行動學習中的每一類情境多元思維都有自己的特性，為了更好的分析它們的特性，

我們從思維的理性基礎(rationality)、關於行動本身的信念(beliefs)、關於行動成果

的信念、思維在行動計畫中的作用、思維過程的特性、思維在第一級學習中的作用、思

維在第二級學習中的作用、資訊的使用、知識的使用、情境智能(contextualized 

intelligence)和情境突顯性(salience of context)等角度出發，闡釋不同思維的類型

(typology)，如表1摘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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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動學習中的情境多元思維的類型 

情境多元思維的類型  
特性 

科技思維 經濟思維 社會思維 政治思維 文化思維 學習思維 

理性基礎 科技理性 經濟理性 社會理性 政治理性 文化理性 適應理性 
意識形態 方法效能； 

目標成果； 
科技建構；  
科技優化 

效率; 
成本－收益； 
資源和財政管
理； 
經濟最優化 

社會關係；  
人性需要； 
社會滿意度 
 
 

利益、權力和衝
突； 
分享、商議和民主 

價值、信仰、道
德和傳統； 
協調、一致和道
德 

適應變化； 
持續提高和發
展 

思維的主
要關注點
和問題 

可以利用何種方
法和科技？ 
如何更有效地達
到 目 標 ? 為 什
麼？ 
可以利用什麼科
技革新來重新設
計行動過程？ 
 

需要什麼資源
和成本？能帶
來什麼收益？ 
如何以最小的
成本取得預期
目 標 ？ 為 什
麼？ 
如何發揮最大
的邊際效益? 

參與行動的相
關者和行動是
誰? 
他們如何影響
行動的目標、過
程和結果？ 
如何滿足他們
的需求，使協同
作用的增效最
大？ 
為什麼? 

行動中涉及哪些
不同的人士、利益
和權力？  
如何使衝突和鬥
爭最小化，或者通
過協商、民主和其
他方式對其進行
管理？為什麼? 
如何建立“ 雙
贏”策略、聯盟和
合作關係？ 
 

行動中什麼價
值、信仰和道德
是重要的，應該
分享的？ 
它們如何影響
行動的目標和
特性？ 
協調、價值、信
仰、道德如何在
行動中發揮最
大作用？為什
麼？ 
 

可以利用何種
學習方式、思維
模式和知識？ 
在變化的現實
中存在著什麼
思維差距？ 
如何使行動的
目標和特性更
適應變化？ 
如何獲得新的
思維模式和理
解能力，使思維
差距最小化，？ 

對行動本
身的信念 
 

運用科學知識和
技術解決問題、取
得成果。 
 

獲得並利用資
源實施計畫、取
得成果。 
 

建立社會網路
和支援系統來
激勵成員實施
計畫。 

通過當事人之間
的協商和鬥爭來
處理、解決衝突。 
 

澄清模糊和不
確定性，實現包
括主要價值和
信仰在內的願
景。 

探索新的思維
和方法來達到
目標。 

對行動成
果的信念 

成果是利用好科
技和方法之後的
一種可以預見的
結果。 

成果是有計劃
利用資源的結
果。 
 

成果是社交活
動 的 一 個 產
物； 
社會滿意度也
是一個成果。 

成果是不同利益
團體協商、妥協和
相互影響的結果。 
 

成果是內涵挖
掘和文化現實
化 的 一 個 產
品。 
 

成果就是新知
識和新方法的
發現和掌掘、智
力的提升。 
 

思維在計
畫行動中
的作用 
 
 

尋找恰當的科技
和 方 法 克 服 困
難、解決問題，完
成工作； 
研究科技的可能
性、強項和不足。 

探索如何利用
最少的資源和
努 力 取 得 成
果； 
計算增加的經
濟價值或隱含
的成本。 
 

為行動的進行
和滿足人性需
要，尋找最佳的
社會環境； 
鑒別每個可以
積累的社會資
本。 

平衡不同的政治
力量以取得妥協； 
尋求達到“ 雙
贏”和建立聯盟
的各種可能。 
 

探索不同行動
選擇背後的文
化意義； 
從 可 能 的 顯
性、隱性成果中
挖掘意義。 
 

反思已有的思
維模式和實踐
操作，探索新的
模式； 
加深理解和思
維的深度。 
 

思維在第
一級學習
的作用 

發現並解釋行動
和成果之間存在
的科技差距； 
尋找行動中的科
技解決方案。 
 

發現並解釋目
標 和 行 動 成
本、收益之間存
在的差距； 
尋找行動中的
經 濟 解 決 方
案。 
 

發現並解釋預
期目標和成果
之間存在的社
會差距； 
尋找行動中的
社 會 解 決 方
案。 

發現並解釋行動
和成果之間存在
的政治差距； 
尋找行動中的政
治解決方案。 
 

發現並解釋行
動和成果之間
存在的文化差
距； 
尋找行動中的
文 化 解 決 方
案。 
 

發現並解釋行
動和反饋之間
存在的資訊差
距； 
尋求行動中的
資訊/知識解決
方案。 
 

 
思維在第
二級學習
中的作用 

發現並解釋行動
者在科技和行動
之間存在的認知
差距； 
反思並改變已有
的科技思維模式。 
 

鑒別並解釋行
動者在資源和
行動之間存在
的認知差距； 
反思並改變已
有的經濟思維
模式。 
 

鑒別並解釋行
動者在社會環
境和行動之間
存在的認知差
距； 
反思並改變已
有的社會思維
模式。  

鑒別並解釋行動
者在政治力量和
行動之間存在的
認知差距； 
反思並改變已有
的政治思維模式。 
 

鑒別並解釋行
動者在共用價
值和行動之間
存在的認知差
距； 
反思並改變已
有的文化思維
模式。 
 

鑒別並解釋行
動者在學習方
式和行動之間
存在的認知差
距； 
反思並改變已
有的學習思維
模式。 
  

思維過程 
 
科學推理、科技應
變和方法考慮。 

成本和收益的
經濟考慮。 

社會環境及其
因果關係的研
究。 

不同利益群體之
間的微觀政治考
慮； 
考慮政治成本和
成果之間的關係。 

尋找、澄清並建
立價值、信仰、
道德規範和道
德觀之間的聯
繫。 

總結、積累並駕
馭行動和成果
之間產生的新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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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所
用的資訊 

客觀資訊 
 

關於行動和成
果的經濟資訊 
 

社會、情感和知
覺的資訊 
 

多方利益群體和
支持者的資訊 

關 於 道 德 規
範、價值、信
仰、社會規範和
傳統的資訊 

關 於 情 境 變
化、思維模式、
學習方式和行
動反饋的資訊 

思維中所
用的知識 

科學和方法方面
的知識 

經濟和科學方
面的知識 

人類和社
會學方面的知
識 

談判和衝突處理
方面的知識 
 

文化和價值方
面的知識 

學習和行動方
面的知識 

情境智能 科技智能 經濟智能 社會智能 政治智能 文化智能 學習智能 
何種情境
下該思維
比較鮮明 

行動目標非常清
晰，需要立即完成 
 

行動資源匱乏
或特別強調經
濟價值 
 

行動成功與否
主要依靠人際
和社會因素 
 

行動涉及多個利
益群體，且資源貧
乏不足以支援目
標實現 

環 境 變 幻 莫
測，行動的目標
和 特 性 不 清
楚。 
 

環境急變，適應
變 化 非 常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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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思維 

由於科技對社會和全球的不同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因此科技思維在行動和發

展中日益流行（Gates, 1999;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1998; Holmes, 1999）。

其理論基礎是科技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強調通過客觀、科學的方法和

組織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目的。科技建構（technological engineering）、方法效能

(methodological effectiveness)、科技優化(technical optimization)是貫穿整個行

動過程的關鍵觀念和價值。F. Taylor的科學管理理論（Taylor, 1947; Villers, 1960）

和M. Weber的科層理論（Weber, 1922）等古典管理理論都是以科技或結構理性為基礎

的。 

在這種科技理性的指導下，學習者在行動學習循環中通常關心以下內容： 

� 可以利用何種方法、程式、科技和組織來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目的？ 

� 改變組織、方法或科技對提高目標和任務的完成率有多少影響？為什麼？ 

� 改革、改進科技或重新設計行動程式是否可以提高效能？ 

對於科技思維來講，行動的基本目標是利用科學知識和技術解決存在的問題，取得

預期目標。因此，通過正確利用科技和方法，就可以取得預期成果。如果成果有所偏差，

就意味著行動的組織、程式和技術出現了誤差。 

設計行動過程，思維的作用是尋找適當的科技和方法解決可能存在的困難、障礙和

問題，完成相應的工作。通常需要研究科技的使用可能性，從中加以選擇，並從科技最

優化的角度比較各種方法的長處和弱點。 

第一級學習的目標是操作變化(operational change)，思維的作用是鑒別並解釋行

動和成果之間存在的科技差距，並為下一個行動循環尋找更好的科技解決方案。第二級

學習關注的是心智轉變(cognitive change)，思維的作用是研究行動者在理解科技和行

動之間的認知差距，並反思、改變已有的科技思維模式。 

在行動學習循環中，思維的特性主要是科學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科技應

變(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和方法考慮(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客觀

資訊和科學知識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為了在行動學習中成功運用科技思維，學習者應

已有一些基本的科技智能(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通過行動學習和科技思維體

驗，學習者可以積累和提高相關的科技智能。 

學習者根據行動的特性和情境採取適當的科技思維。當行動目標和目的非常明確，

得到了行動者和其他支持人員的普遍認可，並需要儘快完成時，科技思維就比其他類型

的思維更合適、作用更突出。此時，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運用適當的技術和方法開展行動

取得預定目標。但是，如果行動的目標比較模糊、不確定、有一定的爭議，且行動時間

不緊急，那麼方法考慮和技術效能就不是思維最主要的關注點。 

 

經濟思維 

經濟發展通常被認為是個體和國家發展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情境下溶入國際競爭的

一個重要因素（Ohame, 2000; Burton-Jones, 1999）。因此，在個體和組織的所有行動

中都非常強調經濟思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Cavalcanti, 2002; Fontana, 2001）。經濟



多元思維和多元創造力的行動學習                                                                   

 11 

思維的基礎是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關注通過有效利用各種資源實現利

益最大化、達到預期目標。效率(efficiency)、成本－收益(cost-benefit)、成本－效

益(cost-effectiveness)、資源和財政管理、經濟最優化(economic optimization)是

經濟思維的關鍵價值(core values)和意識形態(ideology)（Levin, 1994a, b）。教育

經濟和財政領域中，很多研究都利用經濟思維分析行動和現實中的問題（Owen, 1998; 

Weber, 1998; Woodhall, 1992; Wyckoff, 2000; Solmon & Fagnano, 1994）。經濟推

理過程中，學習者在行動學習循環中關注的典型問題如下所示： 

� 行動實施需要什麼資源和成本？通過這個過程可以得到什麼利益？行動循環

的成果是什麼？ 

� 如何用最少的成本和資源達到預期目標？為什麼？ 

� 通過什麼革新可以使利益最大化？ 

與科技思維不同，經濟思維在行動中的作用是考慮從內外部取得各種資源，利用這

些資源來組織和實施行動計畫，取得預定的成果和其他顯性、隱性的利益。成果和利益

是恰當利用各種資源的結果。 

從經濟視角出發，思維在設計行動中的作用是如何利用最少的資源和努力來取得預

定的成果和利益，或者如何利用既定的資源來取得最佳的結果。在設計過程中，計算潛

在的增值(value added)和隱性成本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級學習關注行為或運作的改變，因此思維的作用是發現並解釋行動循環中目標

和實際成本、收益之間存在的差距，並尋找經濟解決方案。第二級學習中，思維和認知

改變是主要關注點，因此經濟思維主要反思學習者在理解資源和行動之間存在的潛在認

知差距，審視已有的經濟思維模式，如有必要，在下一循環中進行改變。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整個行動學習循環中，經濟思維的作用主要是對成

本、收益進行經濟計算，並配置資源。思維中需要投入、過程和產出的經濟資料、資訊，

以及經濟、財政和資源管理方面的知識。學習者作為行動者應該具備一些基本經濟智能

(economic intelligence)。和科技智能一樣，學習者也需要通過循環的行動學習和行

動中的經濟思維體驗，來積累和提高經濟智能。 

當行動的資源比較貧乏且受限制，強調經濟價值和利益時，經濟思維的作用就非常

突出而有力。由於資源有限，如何獲得、經營和運用資源來取得預期的目標，取得經濟

利益，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關注焦點，因此，經濟思維就成為非常重要而必要的一種思維

方法了。 

 

社會思維 

個人及組織的行動學習都是在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下發生的，因此，人的因

素如人性需要和發展、社會關係、社會期望都對行動的特性、目標和成果產生影響，促

進其變化。關注社會關係和個人需求對個人行為和績效產生的影響，一直�晜垠n的研究

傳統（Maslow, 1970; McGregory, 1960）。在教育領域，個人發展和社會關係也通常被

認為是核心價值（Henderson & Cunningham, 1994; Hoy, Tarter, & Kottkamp, 1991; 

Rosenholtz, 1991; Guskey & Huberm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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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思維反映了人和社會因素在行動中的價值和作用。社會理性（social 

rationality）是這種思維的基礎，強調社會關係和個人動機對順利完成行動取得目標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社群互動、社會關係、社會需要的滿意度、個人動機和個人

發展是思維和行動學習中的主要價值和意識形態（Maslow, 1970; McGregor, 1960）。

社會思維中與行動學習相關的焦點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 本次行動的主要操作者和支持者是誰？他們之間有什麼社會聯繫？ 

� 支持者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行動的目標、過程和成果？ 

� 如何滿足人們的需要？如何最大發揮支持者的協同作用？為什麼？ 

根據社會思維，行動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網路，並利用這個網路支援行動的實施

和目標的實現。在行動中有效利用社會網路和動員有關人士是成功的關鍵。增進社會滿

意度、促進個人發展、改善同事之間的工作關係也是行動學習的重要產物。 

根據社會思維的邏輯，計畫的作用是尋找積極的社會環境支持行動的實施，滿足人

們的需要和期望；建立社會網路，利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支援行動，取得成果。 

在第一級學習中，社會思維的目標是鑒別並解釋社會期望和實際結果之間存在的差

距，探索下一運作循環中消除差距的社會解決方法(social solutions)。思維和學習的

結果是調整學習者的社交舉止和行為。第二級學習關注認知和心智改變，因此社會思維

需要探索學習者在理解行動特性、過程、成果與社會背景之間關係的認知差距，並反思、

調整已有的社會思維模式。這是一種智力的變化。 

整體而言，社會思維的特性主要是研究人際社會狀況及相互關係；個人發展和社會

關係中的感知資訊和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作為行動學習者應該有一些基本的社會智能

(social intelligence)。最近，人們非常強調個人和組織領導者應該具有情緒智能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或稱為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 EQ）來成

功應對這個充滿挑戰的社會/商業世界（Cherniss & Goleman, 2001; Goleman, 1995, 

1998）。這也是支援發展社會智能和社會思維的一個證據。 

恰當的社會思維依賴於對情境特性和行動的正確認識。當一項行動成功與否和人

力、社會因素密切相關，且行動結果依賴於參與者或相關人士的社會期望時，在行動和

學習過程中，社會思維的作用將比其他幾項更為突出、有力。當然，如果一項行動（例

如一項簡單的機械行動）的特性和成功與否，不依賴於社會因素和人的動機，社會思維

的作用將不那麼明顯。 

 

政治思維 

由於期望、需要日益多元，對資源的競爭，以及不同團體之間的權力爭奪，使得政

治因素及情境對個人、組織、社區和國際社會的影響不斷加劇。在這種情境下，在行動

和學習中，人們日益關注政治思維的發展和運用（Pfeffer, 1992; Bolman & Deal, 1997; 

Ball, 1987）。政治思維的基礎是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強調識別並滿足

行動者和相關人士的多種利益和需要。通過政治手段如建立聯盟、協商、妥協、參與和

民主過程，來解決及處理衝突和爭鬥，往往是實施行動計畫取得成功的必要途徑。主要

的意識形態是決策過程中的利益競爭、權力爭奪、成員或團體衝突、協商和妥協、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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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ffer, 1992; Kotter, 1985; Sarason, 1998; Cloke, 2000）。政治思維關注的問

題如下所示： 

� 行動過程中存在哪些不同的行動者和相關者？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利益和

權力？ 

� 如何通過建立聯盟、參與、協商、民主或其他策略使衝突和爭鬥最小化？為什

麼？ 

� 如何利用“雙贏”策略、聯盟和夥伴關係來消除政治障礙、推進行動、使目標

成就最大化？ 

根據政治角度，複雜情境下的行動涉及各種不同相關人士，因此，不同群組或團體

間不可避免的需要協商、爭鬥和處理衝突。廣義來講，行動是談判、妥協和相互影響的

結果。行動的設計包括努力尋找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以妥協去尋找達到“雙贏”

的可能性，並在支持者之間建立聯盟。 

第一級學習主要關注行為或操作上的改變，學習者需思考如何發現行動中產生的政

治問題和衝突，並探索在後續的行動或下一個行動循環中，以恰當的政治解決方法

(political solutions)或策略處理這些問題（Cloke, 2000）。第二級學習中，心智的

改變是主要關注點，因此，學習者需要查找不同人群或團體在行動過程中對政治力量、

爭鬥和衝突存在的認知差距，並調整已有的政治思維模式以適應行動。 

整體而言，政治思維的作用是全面考慮有關人士和團體之間的微觀政治

(micro-politics)的影響，計算政治成本，權衡不同政治策略的後果。有關不同人員間

衝突的資訊，以及協商和衝突管理的知識是非常必要的。除了以上所提的智能外，學習

者還應具備一些基本的政治智能(political intelligence)，通過持續的行動學習和運

用政治思維的經驗，行動者可進一步發展其本身的政治智能。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政治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境的制約。如果行動

過程中涉及代表不同利益、彼此競爭的人員，且在現有資源不足以滿足各種期望的實現

之下，那麼政治思維的作用非常明顯。換句話說，如果各種人員非常團結，已有資源足

以滿足各種需要、開展行動，那麼，政治思維的作用將不是十分突出。一般來說，教育

事業較為安穩而少競爭，政治思維在教育領域的作用通常沒有在商業界那麼明顯。 

 

文化思維 

來自內外部環境的挑戰，往往是模糊、不確定、快速變化的。面對這些挑戰，個體

或組織如何在行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呢？這是文化思維所關注的一個重點

（Bolman & Deal, 1997; Schein, 1999; Hofstede, 1997）。這還關係到維模性，即個

體和組織在複雜情景下生存和持續發展必須符合的四項重要功能之一(Parsons, 

1960)。文化思維的基礎是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y），假設行動的特性、目標

和效能主要由行動者和相關者的價值、信仰、道德和傳統所決定(Cheng, 2000; Schein, 

1992, 1999)。因此， 價值、信仰和道德的分享，不同成員的整合團結以及行動中的道

德，通常被認為是思維和行動中的關鍵意識形態。文化思維在行動學習中所關注的問題

包括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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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學習者和其他人士所認同的價值、信仰和道德是什麼？ 

� 它們如何影響行動的目標、特性和結果？ 

� 如何在行動過程中整合、團結、規範、價值和信仰，使之發揮最大作用？為什

麼？ 

行動的目標是澄清行動情境下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使行動學習者和相關人士形成

共同的認識和願景（包括價值和信仰）。從文化意義上來講，行動的結果是學習者和相

關人士在模糊情境下，產生的一種內涵建構(meaning making)或文化現實化(cultural 

actualization)(Bolman & Deal, 1997)。 

根據文化角度，思維在設計行動中的作用，是尋找隱藏在不同行動方案之後的文化

意義，選擇學習者和相關人士都能認同的、比較穩定的價值和信仰，並從可能的外顯和

隱性結果中，挖掘內涵。 

第一級學習中，學習者需考慮如何鑒別、解釋行動和結果之間存在的文化差距（從

信仰、價值或道德角度出發），尋找何種行動或行為可以消除這些差距。第二級學習中，

學習者需考慮如何消除在理解行動和結果內涵的過程中出現的認知差距，以及價值、信

仰方面存在的認知差距，對照這些差距，反思自己已有的文化思維模式，並在行動中有

所改變(Yuen & Cheng, 2000; Senge, 1990)。 

整體而言，文化思維的作用是研究、澄清和發現行動中的共用價值、信仰、道德和

規範的內涵。思維過程中所使用的資訊和知識主要是共同認可的道德、價值、信仰、社

會規範和傳統。學習者應該已經擁有一些基本的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

這樣才能在行動學習中成功運用文化思維。通過持續運用文化思維的經驗，學習者可以

進一步積累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智能。 

當環境模棱兩可、充滿不確定，行動目標和特性非常模糊時，文化思維的作用將十

分明顯，因為這可以幫助學習者澄清、關注行動所要追求的遠景、價值和信仰。如果環

境確定、行動特性明晰，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澄清行動的內涵，那麼文化思維的作用將

不是那麼急迫和重要。 

 

學習思維 

由於個體和社會必須應對來自快速變化和發展的世界的巨大挑戰和衝擊，因此，學

會學習和適應挑戰就變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對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的追求

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Wain, 2004; Gorard, 2002; Jarvis, 2001; Marsick, Bitterman 

& van der Veen, 2000; OECD, 2000)。這解釋了為什麼適應性是行動者必須具備的四

大重要功能之一，為什麼社會人士在全球化時代高度重視學習。學習思維（learning 

thinking或稱適應思維 adaptive thinking）的基礎是適應理性（adaptive 

rationality），即強調持續學習、成功適應變化和挑戰是行動學習的關鍵。因此，學習

者學習方式的持續發展和認知能力持續提高，是學習思維的關鍵意識形態（Jarvis, 2001; 

Lessem, 2000; Raven & Stephenson, 2001; OECD, 1997; Silins, Mulford & Zarins, 

2002）。以適應理性為指導，學習思維關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 在行動學習的過程中可以使用什麼學習方式、思維模式和知識？在已有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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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模式和變化的現實之間，存在著什麼差距？ 

� 如何調整行動的目標和特性，才能使之更適應現實情境下的挑戰和改變？ 

� 如何縮小思維和認知的差距？如何獲得新的思維模式和新的理解方式？ 

重點強調學習的價值，行動的基本目標是發現新思維、新知識和新方法以便在當前

和下一個行動循環中，取得最佳的成果。因此，行動的成果不可避免地包括新知識和新

方法的收獲，行動實踐的改進，學習者理解力的提高、和處理變化環境的智能發展。 

 行動設計，包括反思以前的行動經驗，如學習模式的長處和弱點，學習和實踐，

情境的特徵；探尋新的行動模式，以便於在下一個循環中，更有效地學習、獲得更深刻

的理解。 

第一級學習，關注學習行為的改變，思維的作用是調查阻礙學習者理解行動特性和

結果反饋時存在的資訊差距。思維還探索新的學習方式或方法，尋找新的運作方法，使

之能更好地消除存在的差距。第二級學習旨在改變學習者心智，思維的作用是鑒別理解

學習方式、反饋和行動中存在的認知差距；反思現有的學習和思維模式；修正學習者的

思維，使之在學習和行動中更有效。 

在行動循環中，學習思維的特性是總結、積累和管理行動、學習和結果中產生的新

知識(Davenport & Prusak, 2000)。思維中運用的資訊和知識主要是有關情境變化

（context changes）、思維模式(thinking model)、學習方式(learning style)和行動

反饋。為了獲得成功的學習思維，學習者應該擁有一定的學習智能(learning 

intelligence)，如有基本的智力能力來實踐行動循環的第一、二級學習。自然，持續

的行動學習循環獲得的學習思維體驗，將有助於學習者不斷發展學習智能。 

如上文所討論，當環境急變，如何擁有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成為學習者和機構必

須面對的挑戰時，學習思維就變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因此，終身學習、知識管理等學習

思維類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歡迎，就毫不奇怪了。 

 

情景多元智能（CMI） 
智能和思維是主宰人類行動和學習中的關鍵因素(Sternberg, 1999; Anderson, 

1999; Baron, 2000; Kirby & Goodpaster, 2002)。情境多元思維為重新理解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提供了一個新的架構。由以上討論可知，思維是學習者在行

動學習循環中的一個內在認知發展過程，智能是學習者的內部或內化了的思維能力

(thinking ability)。行動學習中的思維體驗，可以內化成學習者的技術（techniques）、

概念（concepts）、知識（knowledge）、心智模式（mindset）、思維程式（schemes, 

Piaget, 1962) 、思維綱要(schemata ，Schmidt, 1975)、想像（images, Denis, 1991)、

技能系列（repertoires，Schon, 1987)或應用的理論（theories-in-use， Argyris & 

Schon, 1974）。  

與 CMT的類型對應，情境化了的多元智能(contextualized multiple 

intelligence)(CMI)可以劃分成以下幾類：科技智能(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經濟智能(economic intelligence)、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政治智能

(political intelligence)、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和學習智能(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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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CMI類型與 Howard Gardner(1993)的多元智能類型有所不同，後者是

以生物觀點為基礎，包括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體機械智能

(bodily-kinaesthetic intelligence)、 邏 輯 數 學 智 能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語 言 智 能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空 間 智 能 (spatial 

intelligence)、人際關係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以及自我認知智能

(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Gardner的框架，缺少多元智能與活動者的生活和發

展環境的聯繫分析。根據Cheng (2000)，為了加強教育和複雜情境（如科技、經濟、政

治、社會、文化、學習）的聯繫，可以把人類的智能類型界定為情境多元智能CMI。這

樣，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全面且相關的架構，來幫助下一代發展多元智能以適應新的發

展。 

受不同原因的影響，如教育情境、個人先天特性、家庭背景、社區文化等，不同人

的CMI強項不同。一些人的科技智能或經濟智能比較強，但是其他人可能在社會智能或

文化智能則更好。由於社會和全球的情境是如此複雜、多變、多樣、不確定和充滿挑戰，

我們有理由期待新一代至少具備 CMI中的幾項，能在新紀元這個複雜情境下用多元思維

進行行動學習（Cheng, 2000）。 

 

思維層次 
當前，日常運作和專業實踐非常強調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將其作為

個體或組織取得長期效能、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如何處理資料(data)、資訊

(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如何使它們為學習者的行動學習有用？如何提升

思維和學習層次，使它們成為行動學習循環中的「深度思維」（deep thinking）或「深

度學習」 (deep learning)？這都是將CMI理論架構運用到行動學習中所需考慮的突出

問題。 

如知識管理的文獻所顯示的（Sydanmaanlakka, 2002; Davenport & Prusak, 2000; 

Marquardt, 1996; Dierkes, 2001; Al-Hawamdeh & Hart, 2002），資料、資訊、知識

和智能是個體或組織行動學習的關鍵元素。可以將行動學習中涉及的資料、資訊、知識

和智能用圖2所示的學習思維層次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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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層次

多元資訊

多元資料
(科技、經濟、政治、文化、學習) 

多元知識

多元智能

通過分析相關資訊
提煉持續的理解

通過概念化和綜合將知識
?化成新認知

行動中向上的
思維過程

行動中向下的

思維過程

情境中的行動

從資料的細節描述
和分類中提煉?涵

觀察、監控和
評價

通過理論化為行動提
供一個合理的解釋

通過運用知識、預測
及合理解釋行動間的

因素關繫

計劃並設計行動的
細節問題

解釋並實施

 

圖2 . 行動學習中的思維層次 

 

 行動中的向上思維過程.  

在行動學習循環中，學習者通過監控、評價行動過程和成果，或者根據經驗和觀察

獲得資料（data）（如圖2右側所示）。如果在行動學習中，運用了多元思維架構，則可

以獲得多元的資料，包括有關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學習的資料。通過對資

料的詳細分類和描述，學習者可以獲得一些實際的含義或理解，這將轉化成行動的資訊

(information)。 

數次行動循環之後，學習者通過聯繫和分析行動的輸入、過程和產出之間的各種資

訊，獲得更可靠而一致的理解，這種理解將變成學習者關於行動的知識 (knowledge)。

通過概念化和整合性分析，將知識內化成高層認知（mega-cognition），這將成為學習

者的情境智能（contextualized intelligence）。由於資料的種類非常多，相關的資訊、

知識和智能也相應多元化，可以將之分成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學習等方面。 

在上述的智力發展過程中，從資料上升到資訊，從資訊到智識，再從知識轉化為智

能，是行動中的思維過程，也是學習過程。思維，通常是指內部的智力運用及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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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習是一個總概念，包括內部的智力變化和外部的動作過程。上述思維過程是從資料

階層上升到智能層次的，因此，通常也將它稱之為「行動中的向上思維過程」(upward 

thinking in action)。 

  

行動中的思維層次 

行動學習循環中存在著一個思維層次，主要包括四個層次： 

（1）從行動到資料的思維過程； 

（2）從資料到資訊的思維過程； 

（3）從資訊到知識的思維過程； 

（4）從知識到智能的思維過程。 

整體而言，第（1）和第（2）層級通常被認為是表面思維（superficial thinking），

或稱之為第一級思維（1st order thinking），該級的思維僅涉及可觀察的資料和資訊；

第（3）和第（4）層級被認為是深層次思維（deep thinking）或第二級思維(2nd order 

thinking)。只有深層次的思維可以引起心智系統的變化（與知識和智能的有關認知變

化），表面思維僅根據資料和資訊反饋引起行為上的變化。 

 

行動中的向下思維過程 

上述的思維過程也可以反方向進行，從智能到知識、到資訊、到資料，再到行動，

如圖2的左邊所示。利用智能（或CMI），學習者根據情境對行動進行理論解釋，並進行

合理的概念建構。然後，學習者思考如何利用相關的知識來預測、解釋行動中的關鍵因

素（如輸入、過程、產出）之間的關係。這種預測的關係，將成為測試、檢驗實際操作

的主要資訊。為了測試資訊可信性，學習者需要思考如何計畫、設計行動，收集預期的

資料。最後，學習者通過在真實情境下開展的行動，測試和證實上述假定的基本原理、

相關的知識、預期的聯繫（被測試的資訊），以及實踐中的期待資料。整體而言，這是

「行動中的向下思維過程」。 

思維過程將利用情境多元智能、多元知識、多元資訊和多元資料。如果在行動過程

中，可以一致地證實假定的基本原理、相關知識、預期聯繫和期望資料，那麼現有的CMI

和相關知識將得到肯定和鞏固。但是，如果在實際行動中，發現這些東西是不一致、不

正確的，學習者需要思考並檢查是否在行動設計中存在著差距，或者自己最初的思維是

否存在著錯誤概念。以行動的實際結果（資料和資訊）為基礎，學習者思考如何糾正行

動計畫中的錯誤（如第一級思維）或修正已有的智能和知識（如第二級思維）。然後，

學習者開始另一次進行的向上思維過程。 

根據上文的討論，向上思維和向下思維構成了整個行動學習的循環。 

  

行動中的整合性多元思維 
 

整合性多元思維矩陣 

 在行動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思維不僅包括四種層次的思考，還包括六種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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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如圖3所示，行動學習中存在著兩種基本的思維方式：縱向思維（Y軸），從資料

階層上升到智能層次；和橫向思維（X軸），從科技類型到學習類型。這意味著每一種思

維類型（如政治思維）包括四種層次（從資料到智能）；每一種思維層次（如知識）可

能包括六種類型的思維（從科技類型到學習類型）。這種兩個基本方式構成了整合性多

元思維矩陣（matrix of integrative multiple thinking），這可以為我們分析多元思

維及其在行動中的運用，提供一個全面架構。 

 

向上整合性多元思維 

根據這個矩陣，行動學習中的每個思維過程都可成為多類型、多層次思維的整合。

在圖 3中有兩個例子可以解釋向上整合性多元思維（integrative upward multiple 

thinking）。第一個例子（如大三角形所示）闡釋向上思維通過整合經濟、社會、政治

和文化資料、資訊來獲得社會和政治知識，發展社會智能。第二個例子（如小三角形所

示）闡釋向上思維通過整合政治、文化和學習知識來發展文化和學習智能。 

 

向下整合性思維過程 

 圖 4提供了兩個例子說明行動中向下整合性多元思維(integrative downward 

multiple thinking)。大三角形描繪的向下思維過程，是整合經濟、社會、政治、文化

和學習智能使相關的多元知識和資訊、資料概念化來指導行動中的政治特性和取向。換

句話說，這個向下多元思維，在指導和設計政治行動的過程中，使用了五種類型和四種

層次的思維。第二個例子（小三角形所示）說明了思維在整合政治、文化和學習資訊的

基礎上收集文化方面的資料來設計行動。 

 

資料

資訊

知識

智能

水平思維

垂
直
思
維

學習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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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向上整合性多元思維（例子） 

資料

資訊

知?

智能

水平思?

垂
直
思?

學習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科技的

行動 行動

 

圖4. 向下整合性多元思維 （例子） 

 

多元思維的剖面 

 
不同的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下進行不同的行動，所使用的多元思維特徵也不同的。一

些學習者的多元思維風格可能主要集中在資料和資訊層次，很少進入到知識和智能層

次。他們的思維和學習方式受資料和資訊的限制，趨向於「表面化的多元思維」

（superficial multiple thinking），只帶來運作改變或行為變化。圖5顯示了一種表

面化的多元思維風格的例子，這種思維風格涉及的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和學習思維

主要停留在資料和資訊層次，沒有知識和智能層次的思維。 

如果學習者的多元思維風格超越了資料和資訊層次，主要集中在知識和智能層次，

這就是一種「深層次多元思維」（deep multiple thinking）的風格，可以改變學習者

的心智。圖6 闡述了一種深層次的多元思維風格，這種風格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學習

思維已經達到了知識和智能層次，只有科技和文化思維停留在資料和資訊層次。 

整體而言，圖5、圖6的剖面(profiles)為理解行動學習中各種思維類型，提供了

一個整全的描繪的方法。根據這些剖面，學習者及相關的人員（尤其是導師、培訓人員

和顧問）可以更好、更全面地理解行動循環中的多元思維風格，並進行修正現有的思維

風格，以得到深層次的思維更有效地行動和學習。例如，瞭解圖5所示的表面多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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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學習者可以根據需要，補充目前欠缺的政治思維，提高經濟、科技、社會、文化

和學習思維的水平，使之達到知識和智能層次。 

 

 

資料

資訊

知識

智能

行動情境

科技的 經濟的

社會的 政治的

文化的 學習的

缺失的

s 

 

圖5. 表面化多元思維風格的剖面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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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資訊

知識

智能

行動情境

科技的 經濟的

社會的 政治的

文化的 學習的

 

圖6.深層次多元思維風格剖面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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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和行動中的多元創造力 
 

創造力的概念 

在面對全球化挑戰、知識經濟和國際競爭的新世紀，思維和行動中的創造力成為社

會各方面都強調的一個重點（Andriopoulos, 2001;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a, b）。

但創造力的概念及其與思維的聯繫還是非常模糊、充滿爭論的（Sternberg, 2000; 

Petrowski, 2000）。不同的學者和實踐者對創造力有不同的界定，提高創造力的途徑差

距較大，沒有一種可以指導實踐的清晰而系統的理論架構。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上文提

出的行動學習CMT類型分析，重新界定創造力，構建一個系統架構來指導實踐、提高行

動和思維的創造力。 

 

創造力的層次 

在CMT架構中，智能、知識、資訊和資料都是思維和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

創造力與智能、知識、資訊和資料的創造直接相關。與思維分成幾個層次類似，也存在

著一個創造力層次（hierarchy of creativity），底層是資料創造力（第一級創造力），

中間層是資訊和知識的創造力（第二和第三級創造力），智能的創造力處於頂層（第四

級創造力），具體如圖 7所示。這種分層也說明行動和思維中認知的複雜性和創造的精

緻性，這意味著資料和資訊的創造，沒有知識和智能的創造來得複雜和精緻。 

 

思維的創造力和行動的創造力 

圖7說明存在著兩種類型的創造力：思維的創造力和行動的創造力。思維的創造力

(creativity in thinking)，指學習者有能力在思維和行動學習過程中，創造新的資料、

資訊、知識和智能。這通常出現在向上思維的過程中。行動的創造(creativity in 

action)，是指學習者有能力對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創造新的運用方法，或者產

生新的行動。這通常產生在向下思維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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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的層次

• 創造新的智能

• 創造新的知識

• 創造新的資訊

• 創造新的資料

行動行動

思維的

創造

行動的創
造

第四層次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s 

圖7.  創造力的層次 

單一創造力 

 創造力涵蓋了思維的六個主要領域，創造力也分成六種類型：科技創造力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經濟創造力(economic creativity)、社會創造力

(social creativity)、政治創造力(political creativity)、文化創造力(cultural 

creativity)和學習創造力(learning creativity)。在單一領域(如經濟)產生的創造力

被稱為「單一創造力」（single creativity）或「單一領域的創造力」(single 

domain-bounded creativity)。例如，思維中的科技創造力，是指僅限於科技領域的新

資料、新資訊、新知識或新智能的創造（見圖8）。行動中的科技創造力，是指有能力對

科技領域的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在行動中創造新的應用方法。 

如圖8所示，在同一領域，可以從現有的資料庫中，創造新的資料或資訊。與此相

似，從現有的資訊中，也可以創造更高層次的資訊或知識；從已有的知識系統中，可以

創造新的知識或智能；從已有的智能系統中，創造更高層次的智能。所有這些創造力都

是依據創造的層次來發展的。 

提高創造力的傳統方法，通常是研究和發展單一學科或主題。例如，通過科技方面

的行動研究，產生、積累新的科技觀點和知識，從而達到提高思維中的科技創造力的目

的。在新科技工業領域，這也是最常見的革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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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的單一創造

科技資料

科技資訊

科技知識

科技智能

單一領域的創造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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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高級智能

創造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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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知識

創造高級資訊

創造資訊

創造高級資料

創造的層次

 

 

圖8.  思維中的單一創造 （例子） 

 

二元創造力 

在思維創造的時候，如果包括了思維的兩個領域，這種創造力被稱之為「二元創造

力」（Dual Creativity）或「二元領域的創造力」 (Dual domain-bounded creativity)。

類似的，我們可以將「思維中的二元創造力」(dual creativity in thinking) 界定為

學習者有能力整合兩個領域（例如經濟和政治領域）（見圖9）的知識來創造新的資料、

資訊、知識和智能。行動中的二元創造力，可以界定為有能力運用來自兩個領域（如經

濟和政治領域）的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來為行動提供新的情報、設計新的行動方

法。 

很明顯，二元創造力所產生的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不單是來自兩個孤立的領

域，而是在整合這兩個領域知識的基礎上產生的。因為有了這種整合，才有機會和有可

能來創造新的資料、資訊、知識和資訊，來為新的行動服務。因此，二元創造力比單一

創造力更有力、更複雜也更精緻。例如，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二元創造力是「經濟－社會

創造力」(economic-social creativity)，比單一的經濟創造力或社會創造力更有力、

更精緻。類似的，我們可以擁有「經濟－文化創造力」、「經濟－政治創造力」、「經濟－

政治創造力」、「經濟－科技創造力」、「經濟－學習創造力」和其他兩種思維領域的組合

二元創造力。 

根據這種思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科際研究及發展(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近來被看為提高學術或其他領域的思維和行動創造力的一種主要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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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的二元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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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思維中的二元創造力 （例子） 

 

行動學習中的多元創造力 

上述包括兩個領域的二元創造力的概念，可以進一步擴充成包括三個或更多個領域

的多元創造力（multiple creativity）。類似的，「思維中的多元創造力」，是指學習者

有能力在整合多個領域（如三個或更多）知識的基礎上，創造新的資料、資訊、知識和

智能。而「行動中的多元創造力」，可以界定為學習者利用多個領域的資料、資訊、知

識和智能，來為設計新的行動、新的方法，來達成目標。 

與圖3中向上的整合性思維的第一個例子相似，思維中多元創造力的一個例子可以

是整合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資料從而形成新的多元資訊（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

和知識（主要是社會和政治），發展學習者的新社會智能。因為這種新的社會智能發展

是基於實際操作的全面資料和資訊，因此，這種智能更“明智”，在下一個行動循環中

更有效。 

與圖4中向下的整合性思維例子相似，行動中多元創造力的例子可以是利用經濟、

社會、政治、文化和學習智能來更新形成性的多元知識（主要是經濟、社會、政治和文

化）和資訊（主要是社會和政治），指導學習者收集政治領域的資料，形成下一個新的

政治行動。因為這種新的政治行動，是在一系列多元智能和相關知識的基礎上產生的，

所以在實際複雜情境中將會更全面、更有效。 

 

思維遷移產生的創造力 

在情境多元思維矩陣中，行動學習過程是可以產生思維遷移（thinking transfer）

的，即從一種思維類型遷移到另一種思維類型。總共存在著四種思維遷移類型：智能遷

移（intelligence transfer）、知識遷移(knowledge transfer)、資訊遷移(information 

transfer)和資料遷移(data transfer)。每一種思維遷移都說明了一種創造，通過這種

遷移創造了新資料、資訊、知識或智能。圖10 所示的例子，科技領域（例如一項創新

科技的資料）的資料可以被改變或轉換，以創造新的資料和資訊為經濟領域（例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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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和由創新引發的經濟價值）所用。類似的，科技領域的資訊、知識和智能可以轉

化創造經濟領域的新信息、知識和智能。 

 為了提高創造性或提高行動學習的創造思維(creative thinking)，從一種思維類

型轉變成另一種思維類型這種推理和觀點已經不罕見了。新世紀全球化情境下，科技和

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科技理性（術語為方法效率、科技工程、技術優化、目標達成）

和經濟理性（術語為效能、成本－收益、經濟優化和資源管理）經常相互轉變並擴散到

社會、政治甚至文化思維，創造出新的知識、觀點，並通常可以提出新的備擇方案來解

決這些領域的一些難題。 

   

思維遷移中的創造力

資料

資訊

知識

智能

行動

新資料

新資訊

新知識

新智能

(例如科技的) (例如經濟的)

智能遷移

資料遷移

資訊遷移

知識遷移

 

 

圖10.  思維遷移產生的創造力（例子） 

 

思維遷移產生的創造力不局限於在兩個領域產生。還有的可能是思維在多元領域之

間遷移產生創造力，例如，思維從三個領域遷移到一個領域。在某種程度上，上文提到

的行動學習的多元創造力是一種多元領域間的廣泛的思維遷移。 

簡而言之，上文從CMT類型所擴展開來的多元思維和創造力，可以提供一個系統的

理論架構，幫助個人和組織理解行動學習中的創造力，促進其發展。 

 

結論和啟示 
 

在新世紀快速變化的複雜情境下，學習者應該有能力使用情境多元思維（CMT）開

展行動學習，這樣他們才能持續而創造性地提高自己的實踐，發展專業知識和情境多元

智能(C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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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包括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學習思維，這個理論架構可以幫助推進

理解和發展行動學習中的 CMT和CMI，提高行動的效能。不同思維類型的思維模式是完

全不同的，因為這受到所用的理性、主要關注點和問題、行動信念、產出信念、思維過

程的特性、資訊的使用、知識的使用、情境智能和情境特性等因素的影響。 

 

CMT模式中的基本思維策略 

 這些模式提供了一個寬廣而系統的思維角度，學習者可以根據不同的情境，考慮所

需行動的目的、特性和思維模式，設計行動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思維策略。總而言之，

基本的思維策略可能包括： 

1. 單一思維策略：前文所述，當一個領域（例如關注成本－收益、經濟價值）

的關注點特別重要而突出時，在整個行動循環中運用單一種思維（例如經濟思維）方式

來解決問題。 

2. 二元思維策略：情境有一點複雜，需要考慮兩個主要領域（如在一個充滿了

不明朗、不確定因素的情境下，不同成員之間的存在著差異和衝突）的問題，整合性使

用兩種類型的思維方式（如政治和文化領域）。 

3. 多元思維策略：當情境非常複雜，需要考慮不同領域的多元需求，或者學習

者不明確什麼問題特別突出時，在行動學習的第一個循環，整合性利用多種類型的思維

方式（例如，三種或更多種）來進行探索。經過一個或多個循環，與情境的互動，進一

步理解環境時，學習者可以根據需要調整思維類型的多少。 

根據上文所述的多元思維類型，在行動過程中涉及的思維方式更多。如果在行動學

習中，包括了所有類型的思維，我們可以稱之為「全面思維」(total thinking)，它可

以整合利用科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學習觀點以及相關的因素來通盤考慮，推

進行動，提高效能。 

總而言之，如果學習者希望使用更多的思維類型，他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努力

和知識。因此，有必要在行動初期就從多元角度出發，審視或分析所處情境，確定突出

的問題，然後決定需要使用什麼思維策略，整合哪幾個思維領域的知識。在獲得反饋、

進一步理解行動之後，很可能就會調整思維策略。重要的是學習者應該全面理解多元思

維模式，瞭解如何在不同的行動情境下使用這些策略。 

 

向上和向下思維的應用 

 思維層次包括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這是一個簡單而有用的方法，闡釋思維過

程的特性，指導行動學習。無論是單一思維還是多元思維，這個架構都適用。 

向上的思維（從行動、資料和資訊上升到知識和智能）和向下的思維（從智能和知

識到資料、資訊和行動）都是行動學習循環、提高學習者智能的重要和必要組成部分。

這也意味著學習者需要具備向上思考的能力，即發展學習者分析、處理行動中產生的資

料、資訊和知識的能力。與此同時，學習者也需要具備向下思維的能力，即通過運用智

能、相關知識、資訊和資料，成功提高或貫徹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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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如何培養學習者和組織發展向上思維和向下思維的能力是未來幾年裏教

育和培訓需要考慮的一個新領域。 

 

CMT矩陣和剖面的運用 

 CMT矩陣，包括貫穿由資料到智能四個層次的縱向思維，和貫穿由科技到學習思維

的六種橫向思維，它進一步提供了一個全面而精緻的思維模式架構，指導行動學習中的

實踐、發展和研究。 

整合性多元思維（包括向上和向下）的概念，可以推進CMT在複雜現實中的實踐，

全面考慮思維層次和類型。通過整合向上的思維，學習者可以通過整合科技、經濟、社

會、政治、文化和學習領域的多元資料和資訊，提高自己在某個或多個領域的智能和知

識。通過整合向下的思維，學習者可以通過整合性利用自己的CMT和相關多元知識、資

訊和資料來設計、提高自己在某個領域的行動。 

以這個矩陣為基礎，可以將行動學習中多元思維的各種類型繪製成剖面圖，其分類

標準是思維的四個層次和六種類型。這種剖面圖的方法，可以提供一種例證性的有力方

法，來診斷和分析實際中 CMT風格的強項和弱點。通過繪製剖面圖，可以組織補救性培

訓或行動來糾正下一個行動循環中的弱點，進一步鞏固原有的強項。 

上述的CMT類型、CMT矩陣和剖面機構，為進一步研究和發展行動學習中的多元思

維提出了一些研究主題，如下所示： 

1. 假設的 CMT理論類型在實際的行動學習中，其有效性和實踐性程度如何？是
否還有什麼領域被遺漏？ 

2. 如何確定 CMT矩陣中使用的思維層次和類型？如何對它們進行分類？如何對
它們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3. 在不同情境的各種限制因素下，哪些CMT風格剖面是無效、有效和恰當的？ 
4. 每次行動都有一定的時間和資源限制，是否要在所有的情境下都開展包括六
個領域的深層次思考和學習？ 

5. 如何利用表面思維風格剖面圖，來提高和促進學習者向深層次思維風格發
展？同時提高所有的薄弱領域還是逐個提高？在思維風格剖面和學習者現有的特性(例

如心理特質、學歷等)之間是否有互動？如果是，可以對學習者的教育和學習有什麼啟

示？ 

 

思維和行動中創造力層次 

思維中的創造力，可以界定為有能力根據行動，創造新的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

行動中的創造力，可以界定為有能力對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創造新的使用方式，

來設計新的行動。這些對創造力的新界定與CMT類型一起，可以提供一個系統的架構，

分析提高創造力的各種方法，包括單一創造方法、二元創造方法、多元創造方法和思維

遷移法。 

總而言之，單一創造法鼓勵學習者通過下列兩種方法提高某個思維領域的創造力：

第一，由對資料和資訊的創造，提升到知識和智能的創造；第二，從資料和資訊的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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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升到知識和智能的新利用。 

二元創造法與單一創造法類似，但是用兩個思維領域取代了一個領域。多元創造法

更全面，對三個和更多個思維領域的資料、資訊、知識和智能進行創新，或者創造新的

行動運用方法。通過兩個和多個領域的思維遷移提高創造力，也是一個有力而具有操作

性的方法，可以用於行動學習。 

希望上述關於行動學習多元思維和多創造力的理論架構，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來促進學術和專業領域的研究和發展；並對提高世界不同地區的個人、團體和組織，在

應對全球化和急變世界的挑戰而進行的持續行動學習，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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